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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１９世纪后，伴随西方列强的资本输出和殖民扩张，中国源远流长
的传统法律文化受到西方工业文明和新型法律文化的冲击，开始进

入了广泛而深入、激烈而复杂的法律改革历程。其中，我国传统的刑

事诉讼法律制度，在这一西风东渐的历史时期更是经历了一种前所

未有的大变革。但迄今为止，中国近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研究还

是一个非常薄弱的领域，国内外学界尚无专文或专著论及此题。即

使有所涉及，研究者也多从已经颁行的刑诉法律文本入手，大量未予

颁行但又非常重要的法律、法规草案却被忽视；更无人将近代刑事诉

讼制度变革进程中的清末与民初这两个紧密相联的历史时期进行连

续性的深入研究。

李春雷同志撰写的《中国近代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研究（１８９５—

１９２８）》一书，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结合现代诉讼法制原理，将考察
的视角放在历史连续性和文本关联性上，对中国近代刑诉制度的变

革做了一个远景化、立体式的勾勒，向我们揭示了这一变革的艰辛历

程与丰富内容。作者认为，总体上，中国近代刑事诉讼制度变革过程

中，虽新旧杂陈、矛盾不断，但已在曲折中定方向，混沌中见分明。它

是中国传统刑事诉讼制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也是深化中国近代法

制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课题。有鉴于此，作者在挖掘、整理大量史料的

基础上，通过立法实践与司法实践的对比，通过制度层面研究与思想

层面研究的呼应，对这一历史时期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背景、路径、

流程、内容、结果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连续性的探析，并站在近代

化的角度，对变革的利弊得失进行了辩证分析与评判，以期真实地展

现这一历史时期刑事诉讼制度变革进程的图景，加深我们对于中国

传统法制走向近代的理性认识。

作者重点介绍和分析了我国传统刑事诉讼制度近代变革的过

程、特点及其经验和教训，其根据是充分的，其观点也是站得住脚的。

比如，作者以确凿的史实为依据，指出这一时期的刑诉变革，在变革

的路径方面，于内在精神上采用了承继固有、继受外来的融通中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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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于外在途径上则选择了远法德国、近采日本的道路；在变革的理

念方面，发生了诉讼法依附实体法到实体、诉讼不容偏废，从蔑视践

踏人权到注重保障人权的重大变化；在新型刑诉原则方面，无罪推定

原则、原被告诉讼地位平等原则、公开审理原则、真实发现原则、程序

法定原则开始引入并得到发展；在追诉制度方面，由检察制度的引

进、“公诉”与“私诉”的划分而带来对传统告诉制度的重大变革与发

展；在审判制度方面，抗辩式审理的理论与实践得到较大发展，被告

人的权益有了较好的制度保障；大理院创制的判决例和司法解释例

制度，不仅成为实现外来法律资源本土化的最便捷途径，亦成为各级

司法机关重要的裁判根据。对这些变革内容及其根源的介绍和阐

释，对于现代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很有意义的。

研究这样一个论题是需要下力气的。因为它需要作者首先要搜

集、占有、消化大量史料，并做好细致的梳理与分析工作。同时，还需

要作者拥有较为丰富扎实的现代刑事诉讼法学的知识。事实证明，

作者在这两方面都做得令人较为满意。总体而言，本书寓论于史，资

料翔实，分析独到，文笔流畅，既是一部颇见功底的论著，又是一部开

创中国近代刑事诉讼制度研究新领域的论著。尽管书中个别观点和

提法仍有待于进一步推敲与研析，但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和较高的现

实借鉴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

欣闻本书即将出版，由衷高兴。期望李春雷在今后的科研工作

中继续努力，不断推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陈光中

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８日于中国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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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在发端于清末的近代法律变革进程中，刑事诉讼制度的近代化

取得了一定突破与发展。然而，无论是清廷还是北洋政府，统治阶级

的性质决定了其为维护既得利益和专制统治，形式上接受而实质上

违反法治原则的必然性。这使得这一时期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与发

展，充满艰辛和曲折。对于这段漫长而又纷繁的刑事诉讼制度变革

历程，如何正确地阐述并恰如其分地评价呢？截至目前，国内外学界

尚无专文亦或专著论及这一意义重大却又颇为棘手的课题。青年学

者李春雷同志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的《中国近代刑事诉讼

制度变革研究（１８９５—１９２８）》一书，则首次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艰难而
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独到的见解。

李春雷在硕士学习期间就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革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硕士毕业后，他仍然没有放弃这一学术爱好，并一直在

搜集相关资料。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我鼓励他结合自己的兴趣

特长，选择对中国法制建设有重要影响的课题来做。他以《清末民初

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研究》为题，完成了一篇较为出色的博士论文。

中国近代之史料，具有多、乱、散的特点。李春雷在广泛搜集、深

入挖掘、细心整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刑事诉

讼理论为指导，经过鉴别真伪、去芜存精，通过立法实践与司法实践

的对比、制度层面研究与思想层面研究的呼应，对这一历史时期刑事

诉讼制度变革的背景、路径、流程、内容、结果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

连续性的探析，并站在近代化的角度，对变革的利弊得失进行了辩证

分析与评判，真实地展现了这一历史时期刑事诉讼制度变革进程的

图景，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法制走向近代的理性认识。综观全

文，作者做到了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观点

与材料的统一。其资料是翔实的，其论证是严谨的，其总结的中国近

代刑事诉讼制度变革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也是颇有现实借鉴意义

的。

春雷在本书中提出，清末民初时期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特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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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便是其成果的突出性。确实，清末之际，随着西学东渐，经过政治

改革与修律活动，固有的中华法系逐渐势微以致解体。在大陆法系

的影响下，新修订的法律在体系、原则、内容上，都别开生面，崭露新

容。在主持修律的沈家本等人的推动下，《京师高等以下各级审判厅

试办章程》奏准颁行，经修订后成为全国各地新式审判机构审理案件

的准据。从整体上看，《京师高等以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兼具法

院组织法与民刑诉讼法的性质，是中国法制历史上第一部从体制到

程序全面变革传统审判制度的法律。在中国传统狱、讼分理的基础

上，开始实行崭新的民、刑分庭告诉、分别审理制度；审判机关与检察

机关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司法；新式的回避、告诉

制度也进一步完备和规范。在章程颁行的前后，民、刑合一的《大清

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以及民、刑分立的《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也先

后拟就，虽因种种原因未能颁行，但其在承继固有、继受外来的思想

指导下，以德、日为鉴的修律路径却为南京临时政府所认同，并被民

初历届政府所沿承；其原则与内容也被长期大量援用，从而成为中国

近代刑事诉讼制度变革征程中迈出的关键一步，为以后的刑诉变革

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民初时期，虽时局纷扰，社会动荡，但清末

刑诉法制改革的重要成果被继起的历届民国政府所保留，刑诉制度

在清末基础上得以继续存在与发展。在修订新法条件尚未成熟的情

况下，南京临时政府“有条件援用清末法律”；北洋政府更是对清末的

诉讼法草案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援用，并在继承与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对清末诉讼法草案作出修改，于１９２１年颁行了《刑事诉讼条例》，而且
还制定颁布了相关特别法规与实施细则。纵观这一时期的刑事诉讼

制度变革，虽然兵荒马乱，但改革的历史进步性、成果的前后相继性，

仍然非常明显。

社会的发展是永无停止的，法律的现代化也只有阶段性而没有

终结性。总结近代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当代刑

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随着“依法治

国”方略的深入人心，公民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公民权利、人权保障受

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工作已经正

式启动，一系列加大人权保障的刑诉原则、制度和证据规则将得以确

立。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即使今天，我们对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与完

善，仍然是在近代变革的基础上执著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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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雷是我带的博士研究生。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援笔为序，以

为砥砺。

郭成伟

２００４年８月６日于中国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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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海禁大开，社会经济结构、阶级结构、
文化意识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也

开始由封建法制向资本主义法制转变。在这一宏大的法律变革进程

中，刑事诉讼制度的近代化取得了一定突破与发展。然而，无论是清

廷还是北洋政府，统治阶级的性质决定了其为维护既得利益和专制

统治，形式上接受而实质上违反法治原则的必然性。这又使得这一

时期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与发展，充满艰辛和曲折。

笔者将研究的重点锁定于“中国近代刑事诉讼制度变革”这一领

域，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以往这一领域研究的薄弱性。

在以往的法律制度研究中，中国近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研究

还是一个较为薄弱的领域，迄今为止，学界尚无专文或专著论及此

题。即使有所涉及，研究者也多从已经颁行的刑诉法律文本入手，大

量未予颁行但又非常重要的法律、法规草案却被忽视；更无人将近代

刑事诉讼制度变革进程中的清末与民初这两个紧密相联的历史时

期，进行连续性的深入研究。实际上，任何改革的成果都是多次努力

探索的结晶，只是从历史的“切面”入手而忽视其必要的连续性，仅重

视颁布实施的部分“应用文本”而忽视大量因种种原因未能颁行的

“立法文本”，法律制度改革的全貌势难关照；其各项具体原则、规定

等演变的整体进程，亦难以窥见。在清末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中，因

清廷的覆亡而未及颁行的刑事诉讼法律草案及其相关法律文件，被

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长期、大量援用，北洋政府颁行的《刑事诉

讼条例》更是在清末刑诉律草案基础上损益而成。因此，这一时期刑

诉变革进程中前后相继的连续性、刑事诉讼法律“应用文本”与“立法

文本”的关联性，非常突出。本文将考察的视角放在这种历史连续性

和文本关联性上，以期对其间刑诉制度的变革有一个远景化、立体式

的认识，更清晰、准确地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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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刑事诉讼制度对国家与个人的极端重要性。

在中国传统司法实践中，虽然至迟于西周时期民、刑诉讼程序就

已出现，但总体来看，“重实体、轻程序”的趋向非常明显。在任何一

种司法裁判过程中，无论是审案官员、控辩双方还是普通民众，所关

注的往往是裁判的结果，而不太重视司法裁判的过程、步骤和方式。

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司法官员出于效率和实用的考虑，还会故意地通

过牺牲程序来保证某种预期的结果。这是“重权力、轻权利”的典型

表现形式。这种对国家权力的畸形重视以及对个人权利的极度轻

视，显示出这是一个“重国家，轻两造”、重“犯罪控制，轻人权保障”的

专制社会。在此情况下，处于弱者地位的被裁判者不具有人的尊严，

其本身也都不成其为目的，而不过是用来实现国家管理的手段，其弊

端、其危害可想而知。而在关乎刑事被告人自由甚至生命的刑事诉

讼程序中，这种危害的严重性更是不言自明。一直到近代清末修律

之前，这种状况几乎未有任何改观。而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

旧的身份共同体关系的解体与资本主义新秩序的确立这一历史过程

中，有两项制度起到了神奇的作用。一个是社会或私法领域里的契

约，另一个是国家或公法领域里的程序。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证明，

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正是程序决定了文明与

落后、稳健的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根本区别。相对于中国历史

上长期保有专制传统而极度缺失民主与人权的状况，刑事诉讼制度

对个人的重要性更是异常突出。西方一些学者所论的“刑事诉讼的

发展史就是人权保障的历史”的理论，在新旧嬗递的中国近代得到了

明显的验证。鉴于此，本文将考察的重点放在该制度于清末民初这

一重大历史转型时期的变化与发展。

第三，中国近代时期刑事诉讼制度变革成果的突出性。

清末之际，随着西学东渐，经过政治改革与修律活动，固有的中

华法系逐渐式微以至解体。在大陆法系的影响下，新修订的法律在

体系、原则、内容上，都别开生面，崭露新容。在主持修律的沈家本等

人的推动下，《京师高等以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奏准颁行，经修订

后成为全国各地新式审判机构审理案件的准据。从整体上看，《京师

高等以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兼具法院组织法与民刑诉讼法的性

质，是中国法制历史上第一部从体制到程序全面变革传统审判制度

的法律。在中国传统狱、讼分理的基础上，开始实行崭新的民、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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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告诉、分别审理制度；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独立

于行政机构之外司法；新式的回避、告诉制度也进一步完备和规范。

在章程颁行的前后，民、刑合一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以及

民、刑分立的《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也先后拟就，虽因种种原因未能

颁行，但其在承继固有、继受外来的思想指导下，以德、日为鉴的修律

路径，却为南京临时政府所肯认，并被民初历届政府所沿承；其原则

与内容也被长期、大量援用，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刑事诉讼制度变革征

程中迈出的关键一步，为以后的刑诉变革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民初时期，虽时局纷扰，社会动荡，但清末刑诉法制改革的重要

成果，被继起的历届民国政府所保留，刑诉制度在清末基础上得以继

续发展。在修订新法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南京临时政府“有条件

援用清末法律”；北洋政府更是对清末的诉讼法草案进行了较长时间

的援用，并在继承与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清末诉讼法草案作出修

改，于１９２１年颁行了《刑事诉讼条例》，而且还制定颁布了相关特别法
规与实施细则。纵观这一时期的刑事诉讼制度变革，虽然兵荒马乱，

但改革的历史进步性、成果的前后相继性都非常明显。

总体而言，近代刑事诉讼制度变革过程中，虽新旧杂陈、矛盾不

断，但已在曲折中定方向，混沌中见分明。它是中国传统刑事诉讼制

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也是深化中国近代法制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课

题。有鉴于此，笔者在挖掘、整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通过立法实践

与司法实践的对比，通过制度层面研究与思想层面研究的呼应，对这

一历史时期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背景、路径、流程、内容、结果等，进

行了较为深入的、连续性的探析，并站在近代化的角度，对变革的利

弊得失进行了辩证分析与评判，以期真实地展现这一历史时期刑事

诉讼制度变革的全方位图景，加深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法制走向近代

的理性认识。

每一时期开始前，在前一期已有其序幕；当其结束后，在后一期

也会留下一些尾声。对于中国近代时期的刑事诉讼制度变革，无论

其经验亦或教训，都值得后来人作出深刻的反思。笔者期望本文对

这一连接着历史与未来、国家与个人的重要课题的研究，能够对当前

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以启示和借鉴，这也是本书写作的初衷。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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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传统刑事诉讼制度回溯与反思

“研究中国法律传统的目的，是为了正确认识法律如何在发展中

不断地完善自己，以及它在社会的进步当中所处的位置和价值，从而

把握法律发展的客观规律。”①中国近代刑事诉讼制度是传统诉讼法

制的创造性转换。因此，欲探讨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近代化的曲折历

程及其经验、教训，就必须深入系统地考察作为其历史背景和起点的

中国传统刑事诉讼制度。

一、中国传统刑事诉讼制度的沿革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制文明，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

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自成体系并对周边民族产生重大影

响的中华法系。就刑事诉讼制度而言，根据法律文献和地下文物的

发现，证明早在西周时期，甚至更早的尧舜时代的司法实践中，刑

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已有所区别②，只是二者分中有合，“一直缺乏

① 张晋藩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页。
② 关于民刑诉讼的区分问题，近代以来，学者各持己见，争论不已。但总体上看，持

二者有分者居多。

民国时期的徐朝阳非常肯定地指出：“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在先秦以前已有区别，非

自近世始。”半个世纪以前，陈顾远先生则在《中国过去无“民法法典”之内在原因》一文中批

驳中国古代法律“民刑不分”论时，严密论证了中国古代司法中存在刑事诉与民事诉讼的划

分：所谓程序法上之民刑不分，即否认讼狱有其划分之论。谓小曰“讼”，婚姻田土之事属

之；大曰“狱”，贼盗请赇之事属之，非因争财争罪而别，乃由罪名大小而殊。但无论如何，两

事在历代每有管辖或审级不同，各有诉讼上之相异。例如汉代，刑事审则由乡而县令而郡

守而廷尉，乃四级审也。民事审则由乡而县令而郡守（或国相）而州刺史，虽亦为四级，其最

后审则为州刺史，非廷尉也。又如唐代，刑事审，例由发生之县推断之，再上而州而刑部、大

理寺也；民事审，例由里正等审讯之，不服者申详于县令，再不服者申详于州刺史，不及于刑

部、大理寺也。且里正等以仲裁调解为主，而人民不敢告官，实际上仅兴讼于县而止。虽曰

婚姻田土之事，如经有司审理，依然在刑事范围之内，得为刑讯而判罪焉。惟管辖既不尽

同，审级又非一致。纵非如今日民诉刑诉之截然划分，亦不能谓无或然之区别。其在程序

法上不能有民诉、刑诉之并立者，当然由于实体法上无民事、刑事划分之观念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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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曾于《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论道：“初民社会之政治，除祭祀闱争以外，最重

要者便是狱讼。而古代所有权制度未确立，婚姻从其习惯，故所谓民事诉讼者殆甚稀，有讼

皆刑事也。”徐朝阳则对其大加批驳：“在最初社会之状况，诚如任公所云。然至周代，所有

权制度既已树立，婚姻亦有一定制度，人民于民事之诉讼，亦逐滋多，法律上有区分民事诉

讼与刑事诉讼之思想，亦当然之结果也。周礼所载天官地官之管辖各特定民事事件，以有

关刑事者移送秋官之属审理，既如前述，可得知矣”（参见徐朝阳著：《中国诉讼法溯源》，商

务印书馆１９３３年版，第１５页）。
张晋藩教授结合法律文献和地下文物考证后认为，我国古代至少自西周时起，就已存

有刑事诉讼制度并与民事诉讼制度有了初步析分，但两者一直缺乏明确的概念划分。民事

诉讼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依附于刑事诉讼的，二者分中有合，表现为同一个法庭，同一个法

官，基本上按照同一种程序，既审理刑事案件，又审理民事案件。诉讼当事人在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中，无须对民事诉讼作专门起诉，因为在对被告进行刑事制裁的同时，也判决了应当

承担的民事责任（参见张晋藩著：《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巴蜀书社出版１９９９年版，第９—
１０页）。何勤华教授通过对民初《华洋诉讼判决录》中所录民、刑案件判决分析后认为，直至
民初，“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虽然已经分开，但这种分开是不彻底的。”（参见直隶高等审判

厅书记室编辑，何勤华点校：《华洋诉讼判决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２页）
茅彭年教授也基本上持此观点，认为“中国的诉讼与刑事司法起源于尧、舜时代，距今已有

约４５００年的历史”（参见茅彭年著：《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先秦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第１７页）。
不过，季卫东却认为：“尽管人们常喜欢引‘讼谓以财货相告者’、‘狱谓以相告罪名者’

的说法来证明我国古代已有民刑诉讼程序之别，但实际上无论是‘讼’还是‘狱’都不是指制

度而言，只不过是表述个别案件的用语而已”（参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９页）。
① 张晋藩著：《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巴蜀书社出版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０页。
② 徐朝阳著：《中国诉讼法溯源》，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３年版，第１页。

明确的概念划分。”①纵观其数千年的发展沿革，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

以下四个历史阶段进行考察。

（一）夏、商、西周———传统刑事诉讼制度的渊源期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关于古代刑官的传说。民国时期

的法学家徐朝阳认为，在我国虞舜时代，“刑法即已发生，记载明确，

毋庸疑义”。而关于诉讼法规，则“文籍无征。夏商之世，亦无明文，

是否其时之诉讼法规为不文法，抑年代久远，书缺有问，无得而稽。

至其明确之记事，仿自周代，而纂成专编者，又自战国时魏之李悝

始。”②然而，经过对大量史料的悉心考证和对不同见解的比较分析，

茅彭年教授却认为，根据《尚书·舜典》记载，“帝曰：皋陶，蛮夷猾夏，

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到了舜帝时期，“刑”与“罪”也已出现：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据此，茅教授

认为中国古代的诉讼早在尧、舜时代就已出现，只不过当时的诉讼尚

属于初创阶段，有如象形。同时，后人根据《唐律疏议·名例》中“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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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理官则谓之为士，而皋陶为之”等文字记载，也认为早在帝舜时

代，皋陶就开始了在中国大地上的“造律”和“治狱”，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专门办理案件的法官，其奉行的“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刑事

政策也为后世传诵与秉承。法律史学家张晋藩教授认为，“处于氏族

社会末期的黄帝、尧舜时代，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完全有可能产生。古

文献中有关法的记载，不应因传疑而漠视，需要结合地下文化遗存的

发现，进行全面的研究。总之，夏朝是国家的既定形态，国家的起源

是先于夏的，中国法制历史的上限也应该是先于夏的。”① 仔细研读

茅彭年教授在其所著《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先秦卷）中所提供的大量

史料，结合考证严谨、疏议细密的《唐律》所论，笔者以为，中国传统的

诉讼制度萌芽早在尧舜时代就已出现一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

到目前为止，毕竟尚无相关原始证据加以佐证，故对之确切论断的时

机尚未成熟。

“形成于公元前２１世纪左右的夏朝，是第一个阶级王朝，也是中
华法制文明的发轫阶段。”② 关于夏朝的刑与法，《左传·昭公六年》有

明确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夏朝的法律，习惯法居主要地位，

其刑事诉讼程序和刑法内容同在刑法规范中体现，如“协用五记”，就

规定了五级三审制及各级审判的管辖范围；“念用庶征”确定了证据

定罪的原则，两者都与刑事诉讼程序相关。在审理案件中，当遇到疑

难情节时，断案者常常选择善于卜筮的人用龟甲、蓍草占卜。虽然神

示证据色彩依然浓厚，但由原始的“ 触”审判制度转变为证据审判
制度，显然是诉讼史上的一大进步。“至商代，随着文字的成熟、青铜

文化的兴盛和奴隶制大国的形成，法制文明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

段。”③ 较夏而言，商王朝的生产力要更加发达进步。《礼记·祭文篇》

记有“殷人贵富”，《表记篇》则更有殷人以增加财务为急而不顾廉耻

的“胜而无耻”的明载。经济的发展使商王朝的刑事司法制度进一步

完备。据《礼记·王制》记载，“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

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

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宥），然后制刑。”其三

①
②
③ 同上。
同上书，第１４页。
张晋藩著：《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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